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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期以来，所谓“李约瑟难题” [2]吸引着众多学者，也困惑着众多学者。人们围绕“中国究竟有没有传统科学？”、“中国传统科学是否领先于西方？”、“近代科学为什么未能在中国诞生，而在西方诞生？”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是，至今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本文的目的不是系统地直接讨论“李约瑟难题”，本文的讨论也不局限于“李约瑟难题”。本文将在西方和东亚的传统科学以及传统科学思想的比较中考察东亚传统科学的发展方向，从中阐述超越文化多样性与科学单一性之间矛盾的可能性。

为了便于讨论，笔者首先要在东亚有没有传统科学的问题上阐明自己的观点。

恩格斯曾经说道：近代自然科学“同希腊人的天才的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散的无联系的研究比较起来，可以说得上是唯一的科学”。[3]不难看出，古代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学术成果能否看作科学，人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现代科学史家们通常不反对使用“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巴比伦科学”、“埃及科学”、“希腊科学”等用语。

围绕中国传统时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也有两种不同观点。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4]；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既有技术亦有科学。这显然与论者们对科学和技术的定义有关，而且与如何运用这些定义解释科技史料有关。可以说，科学与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是对各种自然现象的理论性解释，而技术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性知识。当然，这并不否认科学可以有实用性，而技术可以有体系。

笔者认为，如同人们经常使用“巴比伦科学”、“埃及科学”、“希腊科学”等用语一样，我们也可以使用“中国传统科学”、“韩国传统科学”、“东亚传统科学”等用语。这里，“科学”是指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西方科学的源流
西方科学[5]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代埃及科学和巴比伦科学。其特征在于实用性和神话性的结合。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是当时几乎所有科学活动的一个直接目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满足于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试图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对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当无法合理解释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时，他们就求助于神力，在神话中满足天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很幼稚的情况下，人类的想象力只能在神话中展翅高飞，人类只能在神话世界中享受着无法在现实世界中享受的思想自由。

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科学，是西方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希腊科学的最大特征和成就在于从缪特斯（muthos）到逻格斯(logos)的转变。如果说古代埃及科学和巴比伦科学中的神话是当时的人们为弥补认识的缺陷、超越认识水平的限界而随意想象的产物，那么希腊神话却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古希腊人用来解释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的卓越的富有逻辑性的想象力。希腊神话是希腊科学的直接来源，而希腊科学是已经消除了诸神的存在的希腊神话。古希腊人用自然物或某种永恒的物质始原驱逐并替代了神话中的诸神。神话的逻辑转变为科学的逻辑，古希腊人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科学体系。古希腊文化与古埃及巴比伦科学的结合开创了古希腊理性科学的全盛时代。在整个发展进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古希腊人的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古希腊人在自然解释的诸多领域成功地实现了从神话到科学的转变，为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自然哲学等领域建立了逻辑体系，其中的许多成就至今没有过时。

中世纪常被说成“黑暗时代”。的确，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和经院哲学的神学知性几乎完全抛弃古代科学的伟大传统，使希腊科学在拉丁世界一度停滞不前。但是，科学的生命力是永恒的；中世纪并非“一片漆黑”。希腊科学的精华在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为伊斯兰世界所接受，使阿拉伯科学在11世纪进入黄金时代，而阿拉伯科学的重新拉丁化为拉丁世界迎来12世纪的“学术复兴”。译自阿拉伯文或直接译自希腊文的希腊科学成就为西方科学传统的延续起了决定性作用。主要藉助牛津学派和巴黎学派的努力，14世纪出现了“惯性原理”、“动量概念”、“落体定律”、“地动说”、“解析几何”等的萌芽，而为14世纪的科学成就奠定基础的一个关键因素是13世纪R.培根（约1214-约1292）的实验科学方法论。

这样，希腊科学传统的传承和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倡导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准备了学术条件，而从14世纪开始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准备了人文社会条件。

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

中世纪科学在个别方面已经达到了接近近代科学的水平，但是它并未超越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世界图景和自然观的基本框架，当时的一切科学成就都被纳入到亚里士多德的有固定秩序的静态世界图景和目的论的自然观中。不粉碎这个框架，科学就不能发展。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它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智力革命，它对人类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远远超过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都市革命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革命；它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希腊以来一直支配人类精神世界的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成为近代世界和近代精神的真正起源；它造就了西方近代科学，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首次造就了既能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又能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本身，而且使科学从此以指数函数速度向前迈进。 

首先是哥白尼（1473-1543）为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有限宇宙转变成以太阳为中心的无限宇宙打下了基础，然后是布鲁诺（1548-1600）成为新世界观的殉道者。接着，开普勒（1571-1630）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伽利略（1564-1642）的运动定律、牛顿（1642-1727）的力学体系相继建立，而这些新成果都被纳入到笛卡尔（1596-1650）的机械论的新自然图景中；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也最终被驱逐了。那以后的科学发展一直势不可挡，没有停顿，没有后退，而且在不断加速；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在西方近代科学的延长线上结出的新果实。

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武器是崭新的科学方法。严紧的人工实验取代单纯的观察成为科学素材的主要来源和科学理论的验证手段，对所谓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实体的研究让位于对经验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实验结果为根据的科学理论、为建立科学理论而引入的假说、单纯的思辨有了各自的领域。伽利略-笛卡尔的数学演绎方法主导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而F.培根（1561-1626）的定性-归纳方法时常填补了前者的不足之处。
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功还依赖于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和社会需求的结合。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的结合所造就的是一大批有别于古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神学家的手脑并用的科学家，他们把古希腊以来“理论遗产”和中世纪以来“技术实践”结合起来，使科学研究在技术创新中汲取营养，又为技术创新做出贡献，不仅创立了有别于古希腊哲学家的“科学”和中世纪神学家的“科学”的西方近代科学，而且使科学从高高在上的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神学家的独占物转化为能为社会进步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类的共同财富。

东亚传统科学的社会羁绊

东亚传统科学以中国传统科学为中心，韩国和日本传统科学的大部分只能看作中国传统科学的某些侧面的延伸。[6]韩国人和日本人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也曾取得了自己的一些独特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也就是东亚传统科学的特征，中国传统科学的局限性也就是东亚传统科学的局限性。

在悠久的历史上，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尤其在人文学领域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更使世人赞叹不已。在技术领域，中国人所取得的不少成就被看作是世界首创。在科学领域，中国人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天文历法方面，中国人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帝尧时代已经规定一年为366天，而商代（约前17世纪初-约前11世纪）的天干地支记日法、西周时期（约前11世纪-前771）的月旬日时的划分、南宋时期（1127-1279）的统天历（1199年开始使用）、以及周代以来关于月食日食的研究等，都表明了中国人在天文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在物质结构思想方面，西周初年“五行说”问世，后发展成“元气说”，从战国时代（前475-前221）到明朝（1368-1644）末年一直居于最重要地位。在宇宙体系研究方面，公元前五世纪出现盖天说，战国时期出现第二次盖天说；战国时代出现浑天说，后由张衡（78-139）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天文学说；宣夜说相传源于商代，东汉时期（25-220）已很明确。在数学方面，圆周率的计算、勾股定律、几何体面积和体积计算、方程求解等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国科学史表明：一方面，中国人在经验科学和经验总结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人在科学猜想、科学假说的构建上也做出了同样杰出的贡献，但是中国人的这些成就未能发展成为科学理论体系。那么，阻碍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究竟是什么呢？这里只指出下列几点。

中国传统社会诸多学派通常偏重人文学，轻视科学。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读书，为的是做官；官职甚至成为评价文人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从事科学是不能做官的。因此，科学研究未能受到社会重视，科学家社会地位低下。先秦至汉初形成的诸子百家中比较重视科学的只有一家，即墨家。战国末期，墨翟（约前468-前376）的后学们总结当时科学成果，著述《墨经》，从中可知几何学、力学、光学领域的系统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尤其在光学中借助实验研究基本上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墨家对逻辑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后期墨家的科学学说是在中国科学史上几乎唯一的有可能把经验科学发展成为理论科学的学说。因此，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以后，儒家对墨家的胜利就是儒学对墨学的胜利，其中包含着人文学对科学的抑制。儒家借助政治权力压倒了科学。当然，墨家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学派，墨家对政治的干预导致政治对墨家的干预，最终导致墨家的覆没。墨家的衰微导致中国传统时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本身的衰微，中国始终未能产生独立的科学学派。与墨家相比，道家学说发展成科学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它一直是一种哲学思想。在中国，自汉武帝（前156-前8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的自然学说只能在儒学范围内生存，科学的自由发展和独立科学体系的形成成为不可能的了。

儒家自然观长期的统治地位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科学研究。孔子（前551-前479）一面说“天何言哉？”，一面强调“畏天命”。子思（前483-前402）、孟子（约前372-前289）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学说既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观，又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自然观。这种理论归根结底是为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的。对自然的研究完全取决于人世的需要，完全屈从于人世的需要。或者把现实的统治秩序说成是天意，或者从天变中找出自欺欺人的借口来粉饰人世的变化。自然规律变得若有若无，视人世政治的需要而定。为了把天道对人道的干预缩小到最低程度，儒家把“天”说成是神秘的，神圣的，令人敬畏的，不可知的。这样，荀子（约前313-前238）的“制天命”思想却被彻底否定，未能有效促进中国人的科学研究。相比之下，在西方科学的发展中，自柏拉图（前427-前347）拒绝接受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排斥自然哲学的观点以来，对自然规律的研究一直受到几乎所有学者的普遍重视，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只是到了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神学世界观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在它看来，科学家所构造的世界秩序既是自然界的秩序又是精神世界的秩序，既是科学上的世界秩序，又是宗教上的世界秩序。但是，在基督教中，自然是被上帝创造出来供人使用和支配的，人不用敬畏自然；基督教本身并不反对对自然的研究。例如，开普勒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进行20年充满劳苦辛酸的研究为的是寻找作为神的创造物的宇宙所具有的完美的数学秩序。

“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最普遍的治学原则、治学动力和治学态度。它在中国的技术发展中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技术并未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基础。单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智力活动不可能鼓励研究者力求对技术或技术操作进行进一步的理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对科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化、制度化的鼓励机制。许多学者通常满足于对经验现象的个别的、片断的、零星的、就事论事的解释，不谋求全面、系统、深入的解释。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动力的科学研究者少如凤毛麟角。与古希腊社会把大批高智商的智者吸引到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情况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场成为广大第一流学者的吸引中心。结果，中国大量科学成果停留在经验科学水平上，未能上升到理论科学水平，未能发展到独立的科学体系。技术的发达和科学的落后是中国传统社会“经世致用”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环境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直到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科学从未建立像希腊科学那样的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东西方科学思想和东西方科学方法进行比较。

东西方科学思想之比较

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的“系统思想”、“系统论”、“系统理论”、“系统方法”、“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等概念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研究“系统”的热潮。在丰富多彩的中国系统研究中，有一种博得人们关心的研究方向便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系统概念与系统思想[7]。不少学者把重视整体性、相互关系、连续性、中庸、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思想看作是“系统思想”，主张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系统思想相一致。尤其在科学史领域，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科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系统思想”。这样，在解释中国传统科学时发生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先进的科学思想、落后的科学”。那么，“先进的科学思想”即“系统思想” 占了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科学未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停留在经验科学水平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系统思想”在过去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科学中占了主导地位，但是系统科学始终未能在中国起源的原因又是什么？

合理的答案只有一条：在以中国传统科学为中心的东亚传统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而不是系统论。将东亚传统科学中的整体论看作“系统论”或“系统思想”是牵强附会的。中国传统整体论的主要特征在于主张“主客不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种整体论虽然推进了中国人对世界宏观图像的描述，但是却阻碍了中国人科学认识的深入。东亚传统科学之所以未能建立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未能向近代科学发展，系统科学之所以未能在东亚起源，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围绕如何看待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西方科学思想从古到今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8]第一阶段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整体论。当时的人还无法了解各种自然现象的细节，只能把整个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笼统地从总的方面考察自然界，科学上的每一个发现都被看作是普遍真理。第二个阶段是近代的部分论。部分论对整体论的胜利使西方近代科学取得了蓬勃发展，对自然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成为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自然界被西方近代科学搞得支离破碎，在人们对自然界诸多部分的认识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对整个自然界的认识却倒退了。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系统论。这是整体论和部分论辩证统一的产物，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反映。各门学科进一步的发展使对整个自然界的综合认识成为不可缺少的前提，而系统科学和系统论的产生与发展使人类对整体和部分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各门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可以说，西方古代科学向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深深地依赖于整体论科学思想向部分论科学思想的转变。如果说希腊科学的整体论最终使中世纪的科学成为神学的侍女，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东亚传统科学未能向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东亚人未能实现整体论科学思想向部分论科学思想的转变。实际上，东亚传统科学思想一直未能摆脱整体论科学思想的框架，东亚传统的“系统思想”始终没有超出整体论水平，并未达到现代人所说的“系统论”或“系统思想”的境界。因此，对东亚传统的“整体论”或“系统思想”的过高评价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在漫长的东亚科学史上，它曾经是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在现代科学已经开发出科学的系统思想的今天，它与其说是宣扬的对象，不如说是批判的对象。东亚的传统“整体论”或“系统思想” 应该被扬弃，但是这一过程的目标物已经存在于现代的系统论科学思想中。

因此，对东亚人来讲，重要的并不是用历史上的“整体论”夸耀自己古代文明的伟大，而是如何在推进现代系统论发展的过程中吸取古代“整体论”的合理之处，尤其是吸取发源于西方的系统论所欠缺的内容。那么，中国传统科学上的整体论虽然长期阻碍中国传统科学发展，使中国传统科学长期落后于西方，但是它可以在来自西方的系统论的刺激下得到重塑，成为推进中国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

东西方传统科学方法之比较

东西方科学的区别深深扎根于不同的自然观，而东西方科学研究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不同的科学思想和/或科学研究方法。开普勒对创世说的坚信不仅没有妨碍他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反而为他提供了坚强信念和动力，而数学-演绎方法成为他获得成功的关键，因此即使东亚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而且所选择的自然观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东亚人具备了正确的治学方法，尤其是合理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许也能建立了自己的科学体系。

从东西方科学史看，东西方科学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对数学的重视程度不同，东西方科学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对科学理论的数学化的重视程度不同。在西方科学传统中数学一直是最受重视的领域之一，科学理论中的逻辑关系总是以数学化为其完成形式。古代埃及人留下的纸草书和巴比伦人留下的契型文字泥板表明，他们已经知道整数和分数的算术运算、初步代数、圆面积的经验公式、毕达哥拉斯定理的特例即直角三角形三边为3、4、5的情形、用于天文计算的三角函数知识等。数学在历法和金字塔建造方面也得到应用。但是，当时数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没有出现作为抽象科学的数学。在希腊科学中，数学第一次作为抽象科学登场。希腊人不仅把数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而且在研究其他科学和哲学时始终把数学当作是必不可少的。在带有神秘色彩的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前500）学派中，数不仅是抽象物，而且是物质世界的始原，“凡物皆数”，宇宙秩序就是数的秩序。在柏拉图那里，数学被看作是演绎体系，而宇宙整体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形状的几何体构成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模型中，宇宙由55个天球构成，而他的运动论也有数学表达式。欧几里德（约前330-前275）的《几何原本》用23个定义、5个公设、5个公理建立了作为完整演绎科学的数学理论。欧几里德几何学被看作是希腊理性科学的典范与精华。阿基米得（前287-前212）在《论平面上的平衡》中利用7个公理，经过严密推理导出“杠杆原理”，在《浮力论》中以数学的严密性论述了“阿基米得定理”及流体静力学问题。托勒密（约90-168）继承前人关于天体运动的数学理论，加上埃及、巴比伦和他自己的观测纪录，第一次确立了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他的主要著作《大综合论》非常详细而精确地说明了各种天文现象；如无托勒密的数理天文学，就不可能有哥白尼和开普勒的理论。中世纪牛津学派在亚里士多德运动论的数学化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有趣的成果。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 、伽利略的落体定律等都有数学化表达，伽利略甚至认为自然之书以数学特征写成。牛顿把自己伟大著作的书名定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如无由希腊人创建、由伽利略、笛卡尔发展的数学-演绎方法，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科学的数学-演绎方法传统从希腊科学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科学。
相比之下，东亚传统科学虽有一些数学家在个别数学问题上做出了杰出成就，但是很难认为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公理化的数学理论体系，而且他们的数学研究成果也没有为其他科学的数学化做出多少贡献。例如，墨家和刘徽（225-295）的数学成就在中国传统科学史上居于非常显要的地位，但是它们并没有联系到科学理论的数学化。中国历史上的宇宙模型都是含糊的、比喻性的、假设性的、无法否证的或哲学性的东西，根本没有做到量化或数学化。《易经》中的八卦常被说成是电子计算机中二进制的最早形式，但是如无莱布尼兹（1646-1716）的二进制，八卦本身就不可能被解释为与数学上的二进制有什么关系，也不可能为电子计算机所利用。

实际上，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传统科学的某些成就曾经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传统科学，但是从总的方面看，中国传统科学并未走在西方传统科学的前面，而是落在西方传统科学的后面。中国诸多科学成就仍然停留在经验科学水平上，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科学未能真正运用数学-演绎方法。

西方近代科学冲击下的东亚传统科学

传统时代的西方人为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积累了丰富的遗产，而近代西方人最终把西方传统科学发展成为西方近代科学；传统时代的东亚人（包括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等）在科学技术上也曾留下了宝贵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却未能成为产生东亚近代科学的理论基础，也未能成为东亚人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的现实基础。

西方近代科学在它创立后不久即16世纪后期就开始了向全世界的传播。它先是作为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副产品传入东亚。后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军舰和枪炮向东亚人显耀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威力，而东亚人在西方侵略者的威胁和打击下开始真正认识到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力量和重要性。日本人的“东洋道德西方艺”、中国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韩国人的“东道西器”，不仅表明了东亚人接受西方科学时所要采取的基本立场，而且表明了东亚人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时的矛盾心态。不管怎样，东亚人已经认识到非学西方近代科学不可了。

西方近代科学在传入东亚后，一开始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最终以严密的逻辑性和强大的实用性摧跨了东亚传统科学的生存价值。东亚人未能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发展自己数千年来积累的科学传统，只能在将自己的科学传统几乎完全搁置一边的情况下全盘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基础和整个理论体系。在西方近代科学的强大冲击下，东亚传统科学未能发展成为可与西方近代科学并存的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它成为历史上的文化遗物。

如果说到东亚人的“西化”，迄今为止最典型领域就是科学。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倾向不同，在科学领域所出现的是“全盘西化”，甚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全盘西化”。除了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科学家带来西方科学之外，东亚各国纷纷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去学习西方科学，翻译介绍大量的西方科学文献，还把东亚传统教育制度改变为西式教育制度；西式学校完全取代了东亚传统学校。结果，西方的科学体系、科学方法、科学教育原封不动地嵌入到东亚社会和东亚文化之中，甚至是自然观和科学观领域也成为西方科学的一统天下。这被东亚人看作是振兴东亚的唯一出路，是东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唯一的例外是东亚传统医学 

东亚科学的“全盘西化”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东亚传统医学，其中包括中医学、韩医学、藏医学、蒙医学等。东亚传统医学的基础和理论体系并未因西方近代医学的传入而被摧毁，西方近代医学的传入反而为东亚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东亚医学和西方医学的相对独立性与互补性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东亚传统科学的其他领域均被西方近代科学排挤的情况下，东亚传统医学仍然保持其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现象。

东亚传统医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逻辑性和实用性。现以中医学为例。首先，中医学有完整的富有逻辑性的理论体系。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黄帝内经》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学说为理论基础，为中医学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学在强调人体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的前提下，从阴阳学说出发，把人体的子系统分为五脏六腑，把人体的分系统分为作为特殊的物质、能量、信息传输通道的经络，又以穴位表示经络系统的控制机关，从人体阴阳的相互关系和调节中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病因等，并提出了相应的诊断、医治和保健方法。这里所体现的是与现代系统思想相一致的中国传统的系统思想。正因为此，中医学建立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成为现今两大医学体系之一。其次，中医学的实用性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得到了验证。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壮大，体质不断增强，寿命不断延长，人口大量繁衍，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肯定。与中国传统科学的其他领域相比，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从《黄帝内经》以来在整个传统时代一直得以延续和发展，又是因为整个社会对传统医学的普遍重视，尤其是社会统治阶层对医学和医师的特别重视。诚然，社会对中医学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墨经》中的科学理论后来的遭遇则从反面表明了社会统治阶层的态度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多么重要，中国传统医学为什么能延续和发展。

在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东亚后，人们曾对东亚传统医学的科学性和东西方医学的关系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东亚传统医学曾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20世纪的实践表明，东西方传统医学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不仅不能互相替代，反而应该互补。[9]这样，东西方传统医学的相对独立性和互补性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东亚医学正在借助西方医学的合理之处发展自己，而西方医学也正在吸收东亚医学的合理之处补充自己。这为东西方文明的共处和互补提供了最好的一个实例。
能否超越文化多样性与科学单一性的矛盾

现在，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只承认一个科学体系，即西方人在16-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构建和发展的科学体系。当现代人说中国传统时代有许多科技成果的时候，通常不是从“东亚传统科学”本身的科学性上进行评判，而是以西方科学为标准进行评判。结果，凡是可以纳入西方科学体系的，都被看作是科学的；凡是无法纳入西方科学体系的，都被看作是非科学的或反科学的。医学被看作是唯一的例外。

这样，我们所面临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和科学的单一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挑战。我们可以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发现不同类型的文化。科学被看作是唯一的例外，西方科学被看作是唯一正确的科学体系。我们不否认人类文化中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决不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否定。那么，科学的单一化是由于它的普遍性，还是由于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多样化的阶段？是文化的多样化应该在科学面前止住它的步伐，还是科学的单一化应该在文化面前止住自己的步伐？是科学的单一化应该向多样化发展，还是文化的多样化应该向单一化发展？历史并没有给出对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但是，现代人应该是可以从逻辑上给出明确答案。 

第一，医学体系的二元化不应该是科学体系单一化的例外，而科学体系的单一化也不应该是文化多样化的例外。从理论上讲，西方科学只是多种可能的科学体系中的一种。自然界是一个，但是对它的理论完全可能是多种，如像对同样一个物体，不同民族用不同语言表示一样。实际上，对于同样一个对象，完全可以建立不同的科学体系，如像在天文学中的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现代医学中的西医体系和东医体系、量子力学中的矩阵力学体系和波动力学体系中所看到的那样。西方科学不应该是判断东亚传统科学成果正确与否的标准；一切科学理论的正确与否应以是否与经验事实相符作为最终判据。

例如，在西方科学的发展中，托勒密天文学和哥白尼天文学的关系说明对同一个对象可以建立两个科学体系。从现代观点看，托勒密和哥白尼的宇宙观都是错误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建立关于宇宙的“地心说”体系或“日心说”体系。“地心说”和“日心说”都是具有可行性的科学模型。这两种模型之间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存在何者较好何者较差的问题。从运动的相对性看，哥白尼“日心说”和托勒密“地心说”的区别只在于以太阳为参照系还是以地球为参照系。在以人类为中心的科学中，为了人类的利益，认真发展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体系也是必要的。正如日本物理学家槌田敦所说，“在描述行星的运动时，地动说比天动说简单，但在描述地球上的现象时，天动说比地动说简单。”[10] 如同爱因斯坦相对论所否定的只是牛顿力学的时空观一样，哥白尼“日心说”所推翻的不是“托勒密”地心说，而是亚里士多德的宇宙秩序和自然观。

第二，科学体系的单一化是选择的结果，而科学体系的多样化将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人说，西方近代科学在全世界的胜利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的结果。的确，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进化过程中，历史在创造出许许多多的可能性的同时，无情地永恒地淘汰大多数的可能性，只让一种或少数几种可能性享有了继续延续下去的幸运。因此，科学体系的多样化即使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现实性，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个考验，而且是对人类智性的一个考验。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这也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的这种本性，是宇宙之理的体现。

因此，在研究东西方科学史时，我们应当摆脱传统的单一研究模式的束缚，不仅要研究东方传统科学成就能否被纳入西方科学体系，更要研究能否在东方传统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有别于西方科学体系的东方科学体系。假如依据东方传统科学的历史资料能推出与西方科学体系不同的东方科学体系，那么东方传统科学的成就应该受到重新评价，从而就可以断定：东方人之所以未能建立自己的现代科学体系，是因为东方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因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而被中断。因此，从东方传统科学所留下的资料出发，考察能否建立独立的东方科学体系，将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东亚医学已经为此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中国的科学发展有可能在两个方向上呈现：其一是推进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其二是使中国传统科学获得新生，构建可与西方现代科学体系平起平坐的东方现代科学体系。

第三，西方科学在整个世界科学中的主导地位首先是在所谓“简单性原理”占主导地位的“简单性科学”领域，而在所谓“简单性原理”失去其主导地位的所谓“复杂性科学”领域将是东方人大显身手的科学领域。我们知道着重研究复杂性的系统科学首先诞生于西方，但是系统科学的发展正在呼唤东方文化的参与。东方传统文化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正是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领域。

笔者认为，建立东方特色的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在系统学、生态学、环境学、（广义）经济学、管理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如果能吸收西方现代科学的成就和东亚传统整体论的长处，就完全有可能建立东亚特色的科学体系。

我们在系统科学领域已经看到这种尝试正在进行中。顾基发（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现任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主席）先生[11]和朱志昌先生在倡导“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时把它看作是一种“东方系统方法论”。如果我们不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方法论领域，这将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大综合，不仅是物理、事理、人理的大综合，而且是东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大综合。

东亚人的祖先在医学上已经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可与西方医学体系并驾齐驱的东亚医学体系，那么有什么理由怀疑现代东亚人在其他领域也创建可与西方现代科学体系平分秋色的东亚科学体系的可能性呢。科学体系的多样化将与文化的多样化相结合，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我在构建自己的系统学体系时曾对东西方科学以及东西方科学思想进行过初步比较，但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在这些年的韩国学研究中，我有机会较多地考虑东亚科学史，并对东西方科学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结论有些“离谱”，一直未能公开发表。在2001年、2003年、2004年上海市科技史年会上，我终于下决心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三次会议上我的发言题目分别是“西方近代科学冲击下的东亚传统科学”、“东亚传统科学的命运——为了超越文化多样性与科学单一性的矛盾”、“东西方‘系统思想’之比较”。2002年初定稿的“西方近代科学冲击下的东亚传统科学”一文也未投给哪个杂志。后来，我将自己的想法重新整理成文，以“从与西方传统科学的比较看东亚传统科学的方向”（韩文）为题，刊于韩国《科学思想》（2003年夏季号，页114-138），并收录于我的文集《全球化与韩国的应对》（韩国，白山资料院，2003年，页384-407）。现在与读者见面的论稿内容基本上取自这些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论稿。不过，我根据那以后的发展又做了一些修改、删略、补充与重新整理。就其内容而言，我已经思考了20多年。

[2]李约瑟文献中心编：《李约瑟研究》第1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年，页29-142。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页171。

[4]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12月31日。

[5]本文所引用的科技史料是平凡的，故不予一一注明出处。主要取自：《辞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山崎俊雄编：《現代自然科學入門》（日文），日本，有斐閣雙書，1973年；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

[6]关于韩国科技史简况，参看朴昌根著《全球化与韩国的应对》，韩国，白山资料院，2003年，页355-407。

[7]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刘长林在此书中对中国的传统“系统思想”进行全面汇总，为无暇阅读过多史料的读者提供了宝贵资料。当然，笔者只能同意其中部分观点。

[8]朴昌根：《系统学基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页1-15，页47-51。

[9]赵宪泳著、尹九炳注：《韩方浅说》（韩文），韩国，学园社，1987年，页17-43。

[10]槌田敦著、朴昌根译：《资源物理学》，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页145。

[11] 顾基发：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见：许国志、顾基发、车宏安正副主编《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35-48。

PAGE  
1

